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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变异社会语言学从第一次浪潮发展到第三次浪潮，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的研

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认为风格由说者投入注意力的程度直接导致，到风格是说者为听众所

设计，再到风格是建构身份表达立场的社会实践。 本文重点讨论第三次浪潮中的风格实践研究，
通过讨论风格模仿、越界、风格化、拼凑等风格产生的方式认识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产生的观

点，通过讨论指向性、指向秩序、立场、意识形态等工具性概念认识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实践的

理论阐释。 基于此，文章进一步讨论变异社会语言学与修辞学在风格研究上的相互借鉴：变异社

会语言学在认识风格的整体体现形式方面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研究成果，修辞学也可以在探究风格

的建构性方面借鉴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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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风格”（ｓｔｙｌｅ）是一个非常宽泛和模糊的概念，其所体现的内容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 一座建筑会有风格，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会有风格，穿衣打扮也有风格。 可以说这些“社会

风格”（Ｍａｃｈｉｎ ＆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２００５）无处不在，正如卡博兰德（Ｃｏｕｐｌ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１）所说：“世界

充斥着社会风格。”但是，风格之所以是风格，主要是因为风格具有社会意义，既能体现或建构言

说者的身份，又能表达或代表言说者的立场，因而风格也最明显地存在于语言使用之中，成为社

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随着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家对“风格”及其体现和建

构身份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和更新。 因此，寻求一个关于“风格”的简单定义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不断地发现语言运用中“风格”所体现的社会意义，以及如

何阐释言说者通过特定的语言变体来形成风格，进而建构身份，表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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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风格所体现的社会意义是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的传统，本文对此展开讨论，包括

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路径的演变及其对风格的不同认识，以及对风格产生的方式和对风

格实践过程的理论阐释，其中会涉及变异社会语言学提出的一些风格研究的新概念和新视角，
借此说明风格研究在社会语言学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结合修辞学关于风格研究

的论述，就修辞学和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研究的借鉴和融合进行初步讨论。

二、 风格研究的三个阶段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Ｅｃｋｅｒｔ ２０１２）。 尽管“浪潮”（ｗａｖｅ）这个隐喻体

现出后浪超过前浪的意义，但是这三次浪潮的关系在艾克特（Ｅｃｋｅｒｔ ２０１８: ｘｉ）看来更应该是每

一次浪潮都对前一次浪潮有所完善，而其表达的基本观点也在前面的浪潮中有所提及。 作为

变异社会语言学从第一次浪潮到第三次浪潮发展过程的研究课题，风格研究对每一次浪潮中

涌现出的新观点都有所推动，同时也从这些新观点中获得深入发展的养分。

２． １　 第一次浪潮的风格研究

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研究。 在他著名的纽

约百货商场研究案例中，拉波夫获取语料的方式是在商场中随意向顾客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女鞋在哪？”得到回答“在四楼”之后，他继续问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在哪？”这时他会

再得到一个回答“四楼”（ ｆｏｕｒｔｈ ｆｌｏｏｒ）。 虽然这两个回答都是“四楼”，但是第一个是以“随意”
（ｃａｓｕａｌ）的方式回答，第二个是以“留意”（ｃａｒｅｆｕｌ）的方式回答。 这里“随意”和“留意”的说话

方式就构成了拉波夫所观察的“风格”，具体体现在 ／ ｒ ／这个音位变项的不同变体之中，如拉波

夫在三个商场的调查数据所示，留意风格的 ／ ｒ ／变体数量都明显低于随意风格的 ／ ｒ ／变体数量

（Ｌａｂｏｖ １９９７: １７５）。 在另一个案例研究中，拉波夫（Ｌａｂｏｖ １９７２）特别观察了纽约市下东区五

个音位变项在不同语境中呈现的变异情况。 这五个音位变项是 ／ ｒ ／ 、 ／ ｅｈ ／ 、 ／ ｏｈ ／ 、 ／ ｔｈ ／和 ／ ｄｈ ／ ，
它们分别在随意、留意、朗读、词表、最小对立体等语境中呈现不同的音位变体，其中一些是具

有声望风格的音位变体。 在这个案例研究中，“风格”对于寻找语言变异的规律更为重要，被
拉波夫认为是与阶层和年龄同等重要的控制语言变异的社会因素（田海龙、赵芃 ２０２１: ５９⁃
６０）。 英国变异语言学家特鲁吉尔同样根据风格变异来探究英国诺里奇地区社会阶层的区

别，他将劳工阶层再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将中产阶层再分为中、下两个层级，分别观察来自

这五个阶层的受试在词表、段落朗读、正式讲话、随意讲话四种风格语境中发 ／ ｎｇ ／音的变异情

况，发现所有受试 ／ ｎｇ ／的风格变异指数都是在随意风格的语境时较高，在词表风格的语境时较

低，数值呈现出从随意风格向词表风格逐步下降的态势（Ｔｒｕｄｇｉｌｌ １９９７: １８１）。
拉波夫和特鲁吉尔关于语言风格的研究体现出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一次浪潮中风格研究的

一些特点。 例如，他们将风格变异视为发音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特定音位变项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的不同变体（ｖａｒｉａｎｔ）之中。 他们将语言风格与语言变异联系起来，开创了风格研究

的新路径，但是，他们视风格为静态不变的语境，并称其为语境风格（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ｙｌｅｓ）（Ｌａｂｏｖ
１９６６； Ｔｒｕｄｇｉｌｌ １９９７: １８０），认为风格是音位变体的直接控制因素，由说者注意力投入程度所

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早期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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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第二次浪潮的风格研究

突破拉波夫式风格研究局限的是贾尔斯和鲍斯兰（Ｇｉｌｅｓ ＆ Ｐｏｗｅｒｓｌａｎｄ １９７５）提出的“适应

论”（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和贝尔（Ｂｅｌｌ １９８４）提出的“听众设计”（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理论。 这

两种理论将言说者在交际过程中的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引入风格研究，认为言说者的语言风格是

其在主动适应交际需要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交际语境直接控制下产生的。 例如，贝尔

（Ｂｅｌｌ １９９７）对新西兰电台播音员的播音风格进行研究，发现播报相同内容时会因听众不同而

表现出不同的播音风格。 他所关注的音位变项是 ／ ｔ ／ ，观察的两个广播电台分别属于“国家电

台”和“地方电台”，分别标注为 ＹＡ 和 ＺＢ，前者的听众比后者的听众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研究发现，单个播音员在这两个电台的播音表现出很明显的风格转换（ ｓｔｙｌｅ ｓｈｉｆｔ）能力。 对播

音员来说，新闻主体相同，播音间相同，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投入的注意力不同。 所以，贝尔

（Ｂｅｌｌ １９９７: ２４２）提出“风格的转换主要是由于言说者考虑到听众的变化，而不是由于他所投

入的注意力多少所致”。
贾尔斯和鲍斯兰提出的“适应论”和贝尔提出的“听众设计”理论，不再将语言风格定义为

言说者对言说内容的注意程度，同时也不再强调语言风格的静态特征，不再认为语言变体与这

一变体所体现的语言风格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一一对应的直接关系。 相反，这两种理论凸显了

语言风格是言说者为了适应听者而选择的一种言说方式，如此认识语言风格的特征与变异社

会语言学发展到第二次浪潮有一定的关系。 这一阶段的变异研究，如米尔罗伊（Ｍｉｌｒｏｙ １９８０）
对贝尔法斯特工人群体土语发音与他们所处社会网络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艾克特（Ｅｃｋｅｒｔ
１９８９）关于底特律贝尔顿中学学生的语言变体与其谈论话题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将“能动性”
的概念引入变异研究，而“适应论”和“听众设计”理论在风格研究方面也将言说者的能动性凸

显出来。

２． ３　 第三次浪潮的风格研究

进入 ２１ 世纪，社会语言学体现出注重理论建构的特征（田海龙、赵芃 ２０２１），变异社会语

言学关于风格的研究亦是如此。 沿着变异研究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方向，变异社会语言学进一

步发展至第三次浪潮阶段，在理论上提出很多新的主张。 例如，不再坚持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

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共现关系，而认为二者之间是通过说者能动性调节的间接关系；不再注重探

究语言变体在宏观社会范畴上的分布，而是注重探究语言变体与个体及特定情景的互动；不再

强调语言变体对社会范畴的反映作用，而是强调语言变体对特定社会范畴的建构功能。 在这

种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变异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进一步深入，不仅关注风格的语言学体现，
而且借助一些工具性概念，探究语言变异所构建的言说者身份以及与该身份联系在一起的风

格实践，更加关注风格产生的过程（例如 Ｅｃｋｅｒｔ ＆ Ｒｉｃｋｆｏｒｄ ２００１；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 ２００７）。 具体来讲，
这一阶段的风格研究在理论上关注语言风格对社会身份的建构作用，注重阐释语言风格形成

的机制，在方法上提出一些可行的分析风格实践的框架和方法以及可以借助的工具性概念。
这些体现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风格研究新特点聚焦在“风格实践”这一语言风格的社会实践特

征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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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风格实践：风格的产生与阐释

“风格实践”（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的概念凸显变异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言说者通过选择使用

特定语言变体形成风格的社会实践过程。 这方面的研究既涉及风格的产生，又涉及对风格的

阐释（Ｅｃｋｅｒｔ ２０１８: １４７）。 就前者而言，第三次浪潮的风格实践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概

念，如风格模仿、越界、风格化、拼凑、立场，说明言说者如何通过选择使用某一语言变体形成一

定的语言风格，进而构建出特定的社会身份。 就后者而言，第三次浪潮的风格实践研究提出一

系列理论主张，不仅阐释言说者为什么可以借助某些特定语言变体形成某种特定的语言风格，
而且阐释某种语言风格如何被听者认定为是这样一种风格。

３． １　 风格的产生

“风格”的一个传统定义是：风格是表达同一个内容的不同表达方式。 然而，“风格实践”
的概念则表明，风格不再是与内容分离的表达形式，而是与内容融为一体，从所表达的内容中

产生，既与言说者的身份合一，又与言说者的立场同步。 正如艾克特（Ｅｃｋｅｒｔ ２０１８: １４６）指出的

那样：“不同的言说方式被用来表明身份的不同存在方式，而这些方式就包括了潜在的要表达

的不同内容。”因此，风格实践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研究个体的语言风格，并将个体的语言风格

与其身份建构联系起来。
例如，艾克特（Ｅｃｋｅｒｔ １９８９）注意到，在美国底特律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有的学生课后积极

参加学校的活动，有的则放学后在街头玩耍，这些属于不同“实践共同体”的学生使用的语言

变体也不尽相同，前者更倾向于使用标准的英语变体，后者更倾向于使用非标准的、地方特征

明显的语言变体。 这些学生通过选择使用特定的语言变体，与特定的服饰和行为方式一起创

造性地设计出与其他同学有别的风格，主动标明自己的群体身份，表明自己属于哪个有着共同

课外活动兴趣、共同话题的“实践共同体”。 这些学生的风格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风格模

仿”（ ｓｔｙｌｉｎｇ）的特征，即通过选择特定的语言变体“模仿”特定群体的语言风格，以便和他们

认同的群体相似，或者通过选择其他语言变体与他们不认同的群体划清界限（Ｌｅ Ｐａｇｅ ＆
Ｔａｂｏｏｕｒｅｔ⁃Ｋｅｌｌｅｒ １９８５）。

“风格模仿”是风格实践的一种方式，与之相关的另外一种风格实践的方式是“越界”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指言说者选择使用与其身份或所属群体不符的语言变体，如伦敦的白人母语者使

用亚裔英语的现象（Ｒａｍｐｔｏｎ ２００５）。 通过“越界”这种风格实践，言说者往往借助外族或其他

群体的语言特征来构建自身的新身份，而这种身份往往是一个明显不属于自己的身份。 在这

个意义上，“越界”这个概念被置于风格变异研究的建构主义中心位置（Ｃｏｕｐｌ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１３８）。
与此类似，“风格化”（ｓｔｙ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一概念也被用来研究言说者如何使用某种语言变体来构建

身份。 “风格模仿”和“风格化”都是表达立场的一种形式（ Ｊａｆｆｅ ２００９），只不过“风格化”更加

强调言说者通过挪用强者的语言变体（如被认为具有某种风格的变体）来反抗霸权和挑战垄

断话语，并使这种变体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如构建一种新的身份）（参见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１５０）。
例如，在伦敦的一个多民族俱乐部中，白人学生有意学说亚洲英语的语音语调。 这种语音语调

不是地道的英语，被认为具有过度强调语言形式的风格特征，这些白人学生故意操演这样“风
格化”的活动，就是要建构一种虚假的身份，与自己更加习惯的言说风格对抗 （Ｒａｍｐ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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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风格化”的操演在无线电广播这样的“高操演”的“身份活动” （ａｃｔ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中应

用，可以使播音员通过选择某种风格的播音方式与其机构和媒体的要求更加适应，而其中所建

构的个体身份并非是其真实的身份（Ｃｏｕｐｌ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１５０）。
在言说者的风格实践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语言变体，包括被认为具有特定风格的语言变

体，都成为言说者可以挪用（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的语言资源。 就风格的产生而言，需要注意的是，一
种风格的产生不仅仅是单一语言资源被挪用的结果，多数情况下是不同语言资源被整合

（ｃｏｍｂｉｎｅ）和拼凑（ｂｒｉｃｏｌａｇｅ）在一起再使用的结果。 张青（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在观察中国改革开放

初期外资企业白领女性员工的创新性语言风格时就注意到，她们时髦、国际范儿、区别于国企

员工的语言风格就是通过将多种语言资源拼凑在一起建构出来的，这些语言资源包括音位变

项和词汇变项，前者如轻声发重音、去儿化音，后者包括中文中夹杂英文单词。
风格的产生不仅是多种语言资源拼凑使用的结果，就个体的语言风格而言，也是一个逐步

形成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说者的“立场”（ｓｔａｎｃｅ）成为一个观察的维度。 所谓“立场”，简而

概之，就是言说者对自己与自己所谈内容以及自己与听者之间关系的语言表述（Ｋｉｅｓｌｉｎｇ
２００９: １７２）。 在风格实践过程中，言说者不断重复使用自己表达立场的语言资源，不断重复自

己在与听者关系、与所谈之事关系中的定位，便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例如，约翰斯通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９）注意到美国黑人女政治家芭芭拉·乔丹（Ｂａｒｂａｒａ Ｊｏｒｄａｎ， １９３６—１９９６）在演

讲时常常使用“我认为”（ Ｉ ｔｈｉｎｋ）之类的明示标记和“那或许是真的，或许不是” （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ｏｒ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ｔｒｕｅ）之类的模糊标记；除此之外，乔丹还坚持使用语法规范的标准书面语，经常选

用正式且考究的词汇、复杂句式以及新词。 约翰斯通发现，乔丹借助这些语言资源凸显出自己

正式、精确、考究的态度，与听众保持距离的立场，以及对自己观点的确信无疑。 经常使用这些

表达自己观点和态度的语言形式，久而久之，她演讲的语言特征日趋明显，最终形成了她的演

讲风格，让人感觉到她的深刻、博学、智慧和对原则的坚持。 就这个案例而言，芭芭拉·乔丹具

有特点的演讲风格即是在表达立场的语言形式不断重复进而形成一套稳定的社会实践模式的

过程中形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重复的立场表达方式可以形成与特定个体相关的风格”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９: ２９）。

综上，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实践”的研究在探究风格如何产生和形成过程中，认识

到风格的产生是言说者选择使用特定语言变体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风格模仿、越界和风格化

等不同的风格实践方式。 这些风格实践方式凸显了风格实践对言说者个体身份的建构作用，
因此风格实践与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社会语言学的身份研究越来越成为对风格的

研究”（Ｂｕｃｈｏｌｔｚ ２００９: １４６）。 除此之外，变异社会语言学还认为言说者风格的形成与语言资

源的拼凑与组合、立场表达的不断重复相关。 这些观点都更新了传统的关于风格的认识。

３． ２　 风格的解读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关于“风格实践”的研究蕴含了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的解读与阐

释，但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的阐释更明显地体现在研究风格实践的具体分析框架上面。
这个分析框架由四个彼此关联的分析步骤组成（田海龙、赵芃 ２０２１: ２０８⁃２０９），综合应用于案

例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地阐释风格实践的产生及其影响语言景观的机制。 依据这个框架，研究

的第一步要根据研究目的确定语言变项及其相应的语言变体。 这些变项和变体可以是词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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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层面的，也可以是音位层面的，一般具有和标准语偏离的特征。 第二步要确定与这些语言变

项和变体相关联的社会变项，即这些变项体现出什么潜在的语言风格。 第三步要解释语言变

体对言说者新的社会身份的建构机制。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说者及其群体的意识形态

观念，如使用这种语言变体是否被认可和接受，是否被模仿，以及它所建构的新身份在社会和

语言景观中的地位如何等等。 第四步是阐释风格实践的意识形态力量，即在第三步分析的基

础之上进一步阐释语言变项或变体作为风格创新对引发社会变化的作用。 分析的内容包括对

新的语言风格的认可程度、对新的语言风格和与之相对的旧的语言风格的不同评价，以及由此

产生的不同评价中心的形成及其相互斗争。 通过第四步的分析可以阐明语言创新通过意识形

态力量如何引发社会变革。
这个分析框架将张青（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提出的“基于风格的社会语言学演变研究路径”具体

化为四个分析步骤，为风格实践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 依此分析框架，田海龙、赵芃

（２０２１: ２０９⁃２１３）重新阐释了张青（２０１０）对两位女主持人在一个购物节目中创新性使用语言

变体建构时髦身份、前卫风格，进而引领消费的研究，表明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可以帮助研究者

更为清晰地认识言说者为什么可以借助某些特定语言变体形成某种特定的语言风格。 在这个

分析框架的第三步，需要解释语言变体为什么可以建构出言说者新的风格和身份，这实际上阐

释了听者如何将某种语言风格认定为是这样一种风格。 这就需要借助一些概念性工具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ｏｏｌｓ）。
指向性（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ｉｔｙ）和与之相关的指向秩序（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是用来阐释风格实践的两个

概念。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论述中，一个指向符（ ｉｎｄｅｘ）之所以可以指向它的对象，与之建立起

指向关系，是因为“它与那些把它当作符号的人的感觉或记忆有联系”（皮尔斯 ２０１４: ５６）。 基

于皮尔斯符号学，西尔弗斯坦（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３）用“指向性” （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ｉｔｙ）表明一个特定的语

言变体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那个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如港台人特定的发音方式（如把“学
生”的“生”发成重音）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港台地区或经常使用这种变体的港台人。 西尔

弗斯坦把这种语言特征与其对象的指向关系称为“第一级指向关系” （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标注为 ｎ⁃ｔｈ。 “第一级指向关系”表明语言特征“预设”出它被常规性使用的语

境，但是这个语境具有某种图示化功能，使人们能够识别出这个语言特征在该语境中是否得体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３: １９３）。 这种“图示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即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暗含着对这

个语言特征是否与之适合的认识，如在张青（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的研究中，外企的白领女性在北京使

用这种港台腔就会被认为“不合适”，或者被认为与北京当地人的发音形成明显的对照。 在这

种“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港台腔的语言变体就会被赋予社会意义，如这种轻音发重音的

现象（如“学生”的港台腔）对外企白领女性群体来说就显得更为合适，而国企员工如果这样发

音就显得不得体。 这时，该语言特征与这个在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下产生的社会意义便形成一

种新的指向关系，被称为“第二级指向关系” （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标注为 ｎ ＋
１⁃ｔｈ。 “第二级指向关系”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于该语言变体“第一级指向关系”的结果，是在

“民族元语用驱动”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ａ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下对该语言变体进行“本地解读”（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的结果（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３: ２１２）。 在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港台腔的发音特征

就可以成为一种风格，如果要前卫就要说港台腔，而要保持地方特色就要避免说话带港台腔。
当人们意识到港台腔的语言变体不仅指向港台地区和港台人（ｎ⁃ｔｈ），而且还形成一种“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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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ｎ ＋ １⁃ｔｈ）时，人们就可以在自己的言谈中使用这种港台腔语言变体以显示自己来自港

台地区，或者借此创造一种“前卫”的风格。 这种被实施的（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言谈风格也是一种指向

意义， 西 尔 弗 斯 坦 称 之 为 第 三 级 指 向 关 系 （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标 注 为

（ｎ ＋ １） ＋ １⁃ｔｈ，在这里指使用该变体的意愿与听起来像港台腔的言谈之间的联系。
借助“指向性”概念阐释风格实践可以认识到，特定的语言变体之所以形成特定的风格，

并非该语言变体自身的作用，而是该语言变体被认为具有某种风格。 在上面的案例中，外企白

领女性的港台腔之所以体现前卫的风格，即是这一港台腔受到“民族元语用驱动”的“本地解

读”。 在这个意义上，厄文（ Ｉｒｖｉｎｅ ２００１）认为风格具有独特性，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语言意识

形态对“有别于其他语言表达方式”的语言变体进行理解，进而识别这种被视为具有独特性的

风格。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戈尔和厄文（Ｇａｌ ａｎｄ Ｉｒｖｉｎｅ ２０１９）提出“呈符化”的概念，强调一种

指向关系之所以又成为象似关系，进而一个符号可以被语言使用者认为与某种特性具有象似

性，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完全是因为“语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结果（赵芃、田海龙 ２０２２）。
“呈符化”也是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一个概念。 皮尔斯依据解释项再现符号的方式把符

号分为呈符（ ｒｈｅｍｅ）、申符（ｄｉｃｅｎｔ）和论符（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ａｒｍｅｎｔｉｅｒ １９９４: １７）。 当一个符号与一

个物体具有“指向关系”之后，这个“指向符”如果再被“猜想”（ｃｏｎｊｅｓｔｕｒｅ）与另一个物体具有

“象似关系”，那么这个符号就被称为“呈符”。 例如，考尔德（Ｃａｌｄｅｒ ２０１８）注意到，旧金山的一

群变装皇后发英语 ／ ｓ ／音时部位靠前，像汽笛那样尖利。 当人们听到这种发音时，就会根据自

己的经验将这种发音与这些人联系起来，建立起“指向关系”。 这些人凶狠、严厉、锋芒毕露，
当这些“抽象品质”习惯性地与语言形式相关联，并与使用这种语言形式的角色连在一起时，
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尖利地发 ／ ｓ ／声音）也可以被感知，形成“感知特性”（ｑｕａｌｉａ），使这种尖锐

的物理声音与严厉的人格建立起“象似关系”。 再如，北京话里有一个称作“儿化音”的地方变

体，如把“名牌”说成“名牌儿”。 “儿化音”这种发音在老舍小说关于北京人的描述中，经常是

被称作“京油子”的一类人的语言特征（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因此“儿化音”这种语音变体与

“京油子”及其存在的地域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指向关系”。 当这种指向关系转变为“象似关

系”时，如“儿化音”这种发音变体与“京油子”这类人“油滑”的特性建立起“象似关系”时，则
完全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京油子”待人处事的“油滑”逐步成为

“刻板印象”，以至于“京油子”发“儿化音”的方式与他们“油滑”的处事方式在“刻板印象”这
类“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建立起“象似关系”。 这个研究案例表明，“儿化音”这个语言变

体作为“指向符”（ ｉｎｄｅｘ）可以指向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京油子”，这种指向关系在语言意识形

态的作用下又可以转变为“儿化音”与“京油子”的“油滑”这一抽象品质之间的象似关系。 正

是人们将“京油子”发“儿化音”的语言特征与“京油子”所具有的“油滑”特性联系到一起，赋
予了“儿化音”以“油滑”的象似性，使得说“儿化音”的人在听者看来具有了“油滑”的风格。

四、 与修辞学风格研究的互鉴

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中的风格研究聚焦风格实践，不仅认为言说者通过风格模仿、
越界、风格化、拼凑等不同方式实施风格实践，而且提出阐释风格实践的分析框架，并借助立

场、指向性、呈符化、语言意识形态等概念阐释风格的形成过程。 在这个探究风格实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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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格不再被认为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达方式，而是建构身份、表达立场的社会实践。 这种

对风格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与修辞学关于风格的认识相得益彰，例如，祝克懿（２０２１）从语言

风格研究的理论渊源与功能衍化视角梳理修辞学领域关于风格的相关认识，认为风格的概念

集中在五个方面： １）风格即人， ２）风格即作品， ３）风格是一种言语活动， ４）风格是一种功能

意义 ／语体色彩意义 ／特征 ／差别 ／着重， ５）风格是对标准的偏离。 如果以此为参照，变异社会

语言学关于风格的认识也可以总结为五点： １）风格与身份相关， ２）风格体现在语言运用当

中， ３）风格是一种社会实践， ４）风格体现社会意义， ５）风格是使用语言变体的结果。 可见，
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修辞学对风格的总体认识具有共同之处。

然而，由于研究传统的差异和研究侧重的不同，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修辞学就风格研究而言

各自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也构成了彼此相互借鉴的基础。 通过相互借鉴，可以共同深入关于语

言风格的认识，进而拓宽各自的研究视角，开拓新的研究路径。
一方面，修辞学领域关于风格本身为何物的讨论为变异社会语言学认识风格的体现形式

提供了借鉴，在修辞学关于“语言风格”的讨论中，“风格”与“修辞”的联系与区别是一个重要

的论题。 对此，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修辞为主，风格为副；修辞为里，风格为表；修辞为因，风格为

果。 然而，赵毅衡（２０１８）对这种认为“风格”与“修辞”是因果关系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风格

比修辞的范围大很多，其变化的可能性也比修辞多得多。 他认识到“修辞格”有一个系列，风
格却更难总结成一个系列，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风格是符号文本的附加符码，而修辞是符号文

本本身的构成符码”（赵毅衡 ２０１８: ２９６）。 这里，他引入符号文本的概念，将“风格”与“修辞”
的联系与区别借助符号文本体现出来，为修辞学进一步认识语言风格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风格”毕竟是一个内容涵盖非常宽泛的概念，不仅玄乎虚渺，而且飘忽不定。 但

是，就其字面意思而言，祝克懿（２０２１）的解释很具有概括性，她认为：“风”者，即动也， 流则生

气，动则成风。 表现形态为一种流动、传动、浮动、移动、舞动、飘动、摆动、飞动； 而“格”者，即
传统的、既有的、配套的、成型的、成熟的、唯美的格式（模式、范式、定式、板式、类型、面貌、整
体、合体等）。 若“风”“格”概念意义合为一体、兼而达意，则表现为一种动与静、传承与创新的

辩证统一。 尊崇“风”，创新可成就其风格； 恪守“格”，协同无数个体，整合则形成整体格调和

气氛。 基于此，祝克懿（２０２１）进一步指出，语言学意义上的“风格”指语言运用所形成的整体

格调和言语气氛，它反映的不是语音、词汇、语法单位自身的结构、语义发生发展规律，而是这

些语言单位在运用过程中，由语言内外制约因素系统形成的各种风格形态、风格表征、风格结

构类型及风格语义的历史演变规律等。 因此，风格的考察范围与方式不重语言的规范性、整体

性、普遍性，而重语言的变异性、个体性、特殊性。 “风格”“发展、变化、平衡，再发展、再变化、
再平衡，以至无穷”，生成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体现出“风格”涵义的“关键、机杼、要点和核心”。

从祝克懿关于风格的概括性论述中，可以看到风格在修辞学的研究中被认为是语言的变

异性与制约这种变异性的内外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整体格调，这种风格的“个体⁃整体”辩证观对

修辞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在篇章风格的研究方面，刘婉晴（２０２１）提出“风格互

文”的概念，认为语言风格是语篇整体风貌的综合呈现；黄鸿辉、祝克懿（２０２２）对笔记小说经

典文本的体裁风格进行分析，提出一个体裁风格的分析程序和互文生成路径，认为体裁风格具

有语篇结构整体性与语义流动性，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在体裁嬗变过程中呈现的整

体格调和言语气氛。 这些基于风格现代解读的成果，也传承了陈望道（１９３２ ／ １９９７）、高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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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等前辈关于风格的经典论述。 以此为参照，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的认识在析辨体

现风格的语言形式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宽。 变异社会语言学在研究风格实践的基础上触及风

格对身份的建构，以及立场对个体语言风格形成的作用，如此认识风格也预设出风格需要体现

在特定的语言形式上。 目前的研究已经涉及到音位变体、词汇变体，对音调也有所涉及，但是

在篇章层面体现风格的语言形式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在这个意义上，变异社会语言学可以借

鉴修辞学关于风格的认识，进一步拓展认识风格的视角，深化关于风格与体现风格的语言形式

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另一方面，变异社会语言学关于风格实践的认识也为修辞学深入探究风格的建构性特征提

供了借鉴。 如本文的讨论所呈现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三次浪潮中关于风格实践的研究凸显了

语言的建构性，因而也更加强调风格的社会实践特征。 与此同时，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语
言变体对言说者社会身份建构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以及研究发现的个体性和特殊性，都体现出

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对现代主义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判，特别是变异社会语言学

第三次浪潮中的风格研究将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置于中心位置，借助“指向性”和“指向秩序”的
概念阐释风格产生的机制和过程，将风格实践研究推向了一个理论高度。 在这方面，赵星植、彭
佳（２０１８）从皮尔斯能量解释项的角度阐释风格的形成，认为风格是符号文本对解释项所产生的

实际效力，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文本、动力对象与文本解释项之间的具体关联方式，需要调动解释

项在符号过程外部与周围的诸种间接经验，从一个角度回应了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关切。 这也展

示出变异社会语言学与修辞学（包括符号学）在风格研究上相互借鉴的广阔前景，显示出不同学

科通过相互借鉴彼此的研究成果在拓宽研究视野、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方面的潜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点认识仅是作者学习过程中的思考而已。 关于修辞学与变异

社会语言学在风格研究方面相互借鉴的讨论也涉及中西方研究传统的相互借鉴，这是一个内

容庞杂的研究领域，非作者目前的知识储备所能胜任。

五、 结　 　 语

本文关于风格研究的讨论呈现出变异社会语言学对风格认识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变异

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中，风格的社会实践特征被置于风格研究的中心位置。 围绕风格实践的研

究，变异社会语言学涌现出许多新的理论和概念，对风格的产生方式和机制都有了新的认识。
变异社会语言学风格研究的新成果顺应了社会语言学注重探究语言社会实践属性的发展趋

势，对我国的风格研究也提供了借鉴。 我国的修辞学在风格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研究传统和

鲜明的特色，在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中也产生出新的研究成果。 相信社会语言学和修辞学在

风格研究方面的相互借鉴将进一步推动中西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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